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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谐”理念的法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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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传统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实质上是小农经济的反映，就其主导思想而言是应批判
而非理想化的。只有提出解决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与信仰问题的文化方案，才能将儒
学丰厚的历史资源引入现代。 
 [关键词]   和谐；   价值；   法律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7）12-001
7-02
传统的和谐理念在现代性视野中的命运如何呢？它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批判而消
损呢，还是如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言，对于治愈现代性的顽疾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功效？如
何对待古老的和谐理念，不仅仅是一个辨别与区分的理论工作，更重要的，它是关乎传统
存续、民族精神重塑的实践活动。 
要准确地回答以上问题，凭借的不是主观的情感与愿望，而是理性的冷静分析。分析的着
眼点就是弄清传统法文化中和谐本身的真实内涵。只有面对事物本身，我们才能下进一步
的断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典型表述是天人合一，《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在人指性情适中、修养有度；在天地宇宙，则指万
物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就合在这一“和”上。中庸的这段论述表明了两点：第
一，“和”对人而言，既不是指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也不是指事功效果的取得，而是
指一种道德修养，是人伦价值意义上的；第二，中和之致，为的是要使天地万物化育而各
得其位。宇宙万物的和谐合作是因为它们构成宇宙模式之整体的等级序列中的各个部分，
它们所服从的乃是其各自本性的内在命令。统观这两点，这段论述实际上昭示了一种普遍
的价值秩序，在其中，天、地、人、物井然有序，相协相合。这种宇宙论与价值论合一的
思维方式不仅见诸于古代中国，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与神学时代同样存在。它应被
视作人作为类尚未从自然整体中独立的表现。 
作为“达道”的“和”贯通天人，其一以贯之的正是道德的教化。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
学大纲》中讲到：“宇宙本根，乃人伦道德之根源，人伦道德，乃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
本根有道德的意义，而道德亦有宇宙的意义。”“本根之理，在人伦日常之理，在人为
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本根之表现。”这即是程颐所谓“天地人一道也”。
当然，天人合一的最终指向还是人，只不过是把人纳入到更大的价值序列与网络中去了，
这样无疑增加了理论的解释范围与效力，为现存的价值秩序作了更优的合理化论证。 
在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价值秩序中，不存在西方文化中那种超自然的意志的任意命令，诚
如费正清先生所言：“中国人不把法律看作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认
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的较高法律。摩西的金牌律是神在山顶上授予他的，但孔子
只从日常生活中推究事理，而不求助于任何神灵。他不宣称他的礼法获得什么超自然的认
可。他只是拐弯抹角地说这些礼法来自自然领域本身的道德性质，来自这个世界。”（费
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6页）作为道的和谐只是一种自然的秩
序，万事万物顺其自然地安在于自己的伦理位置上，自然的东西就是完善的，自然就是宇



宙鸿蒙之初的和谐。因为这一秩序笼括一切，不可能有外力的促动，所以这一秩序永远是
自足而封闭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跃出这种秩序之网的实质可能性。 
这样一种缺乏变动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秩序归根到底是小农经济的反映。属于农业社会的古
代中国是一个静态、自给自足的国度，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节气以生存，按农时
而稼穑，生活方式稳定而历世不移。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经济模式形
成了宁静、拒变的社会心理，使那种以社会安宁重于社会发展的秩序性偏好获得强烈的社
会认同。基于这样一种心态，行为规则的价值目标也就不可能是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只能
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宁和谐。也正由于这样一种顺天应时、居安拒变的价值追求，中国古
代法在数千年的漫长演化中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与这种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是基于血缘的宗法制。因为血缘关系是最为自然的，所以建立在
其上的礼治秩序被认为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最为自然的自然情感与社会价值序列，礼治秩序
就是宇宙的自然秩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
也。”在这种秩序中，自然化为强制，强制冠以自然之名，个体被牢牢的套在这一结构之
中。“大体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
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
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费孝
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69页）个体最终受制于结构的强制。 
在这种礼治的结构中，伦理的义务是先在而前定的。一个人的价值与存在都是由一个人在
共同体中的角色决定的，离开了秩序的共同体，个体的存在是没有道德价值的。一个人的
尊严是通过承担传统上所确定的一个人的身份责任与伦理角色来获取的。这种以义务为中
心和前提的人的形象显然是差等有别的，与现代普遍性的人权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他
们关于尊严的观念并不植根于人权观念之中。“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价值、权利和责
任来自于特定社会中不同的成员身份并与这各身份相联系，社会上存在着年龄、性别、种
姓及其他功绩性的等级造成的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特权和责任。一个人只要是人，就
有权得到同等关心和尊重，就拥有不可剥夺的广泛的个人权利，这一思想对于传统社会来
说，完全是域外之物。……个人（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是非冲
突性的；每个人的利益被纳入了由政治－宗教－法律决策者所代表的更高的价值体系之
中。人与社会据认为是不可分离的。所有的人针对共同体而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思
想，如果说可以理解的话，那也可能遭到厌恶的对待。”（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
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页） 
既然没有基于个体独立性的权利，既然社会如此注重秩序的和谐，那么，最好的人格理想
便是存公废私，最为现实的努力便是使民不争，保持和谐的最好办法便是息讼与和解。而
无讼的和谐造成的是个人权利与人格的萎缩。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和谐理念自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涵与时代语境，就其主导思想而言是应
批判而非理想化的。无视传统和谐理念的自身积弊，脱离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将其夸大为
解决现实问题的济世良方，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倒错与传统自恋主义。它导致的只能是陶醉
于自我良好感觉之中的、对传统的单纯美学式的欣赏与审视。 
承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完全抛弃，对于生存于
历史文化中的人来讲，完全逃脱传统的掌心是不可思议的。无论社会的变化多么巨大和复
杂，传统及其持续的文化力量都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总是活在传统的接续中。既然传统无
法逃避，那就只能改造，而改造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展开的。在现代，中华文明的发展面临
着与传统中国大不相同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结构，已经逐渐转变
为一个流动的、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原始的、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与伦理规则渐成过
去，伴随职业分化的交往关系全面展开。面临着社会文明情景和文化语境的革命性变革，
传统和谐理念的现代转化也必须是革命性的，其在价值立场、价值观念论证和伦理话语方
式等方面必须做出根本性的转变。而改造的着眼点是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类生活及社会发展
的价值与意义，一切皆以此为取舍。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学，只有提出解决现代中国社会
的道德问题与信仰问题的文化方案，才能将其丰厚的历史资源引入现代。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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